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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是对提供文献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2）摘要基本要素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不能简单地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要排除在本学科领域已成常识的内容，着重反映新内容和作者特别强调的观点。应不加注释和评论，对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精炼陈述，着重反映新内容和作者特别强调的观点；在250字左右为宜。建议考虑重新予以规范完善，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科技创新的发展，我国科技金融从当初政府政策业务实践层面走向国家战略层面，成为当前“双轮”驱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最初的“科技与金融结合”发展到当前的“金融、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态势。针对科技金融的实践探索历程及发展趋势，在明晰科技金融的理论渊源、内涵演进基础上，提出需要进一步从资本工具、创新政策及经济范式3个维度把握科技金融的本质属性及相关特征，进而丰富和完善相关理论体系，从而更好地发挥理论的政策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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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last 40 year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from the original government policy operational level to the national strategic leve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rrent "double-wheel" drive, from the initial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finance" to the current "fina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deep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ituation. In view of the proces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pract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the theoretical origin and connotation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and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should be grasped further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capital tool, the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ic paradigm, in order to enrich and improve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system, so as to play a better role in the policy value and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th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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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起源于我国探索科技与金融结合促进科技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政府和业界的实践探索以及学术界的理论研究推动下，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国情特色的政策术语和学术范畴。改革开放40年来，从《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再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伴随着科技创新的发展，科技金融实践从当初政府政策业务层面走向国家战略层面，成为当前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创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系统梳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科技金融的发展历程，科技金融从最初的“科技与金融结合”发展到当前的“金融、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态势，其内涵和外延也在变化。当前，科技金融的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实践探索，同时也还存在不少争议。为此，本文结合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科技金融支持科技经济发展的历程，以及国际上相关的发展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科技金融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1  科技金融的概念

1.1科技金融的起源

“科技金融”作为具有中国国情的政策概念和术语，起源于改革开放后政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改革过程中探索财政、金融支持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活动，其雏形以改革开放以来财政、金融等支持科技发展的具体工具或政策为表现形式。在随后较长的一段时间，“科技金融”也仅仅是作为“科技与金融”的简称或“科技金融结合”的缩写出现。直至1992 年 11月 10 日成立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并在1994 年召开的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首届理事会上对我国科技金融事业作出阐释，“科技金融”作为独立概念第一次较为正式地出现[1]。

20世纪90年代开始，“科技金融”一词被独立使用的频率不断提高，但依旧主要用于指代科技与金融结合。少数数学者开展了有关科技金融的相关理论研究，但主要集中在实践工作和政策设计方面的探索。随着《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2006）及其配套政策中关于科技与金融结合的多项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科技金融结合实践活动快速发展，科技金融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策性概念，并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逐渐被纳入学术研究范畴。

1.2   科技金融的概念及内涵
由于科技金融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和研究范畴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尚未形成，因此，无论是实务届还是学术界，对于科技金融没有一个相对明确、完整和科学的定义。目前，尽管针对科技金融概念和内涵的研究不少，但影响比较大、认同度较高的学术观点主要以四川大学教授赵昌文和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房汉廷为代表。
赵昌文等[2] 在这里补注此处引用内容所在文献中的页码首次提出科技金融的定义：科技金融是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创新型安排，是由科学和技术创新活动提供金融资源的政府、企业、市场、社会中介机构等各种主体及其在科技创新融资过程中的行为活动共同组成的一个体系，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房汉廷[3]基于熊彼特与佩雷丝等人的研究成果，将科技金融概括为一种创新活动、一种‘技术-经济’范式、一种科学技术资本化过程以及一种金融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过程，并在后来的进一步研究中将其本质拓展为一种由技术资本、创新资本和企业家资本深度融合、深度聚合的新经济范式，且给出了明确的定义：科技金融是以培育高附加价值产业、创造高薪就业岗位、提升经济体整体竞争力为目标，促进技术资本、创新资本与企业家资本等创新要素深度融合、深度聚合的一种新经济范式（这种新经济范式由“技术-经济范式”“金融-经济范式”和“企业家-经济范式”3个紧密联系的子系统构成）[4]。
国内不少学者对科技金融相关概念及内涵进行了分析，但大体上还是属于前面两大代表性观点的范畴。对比上述两大代表性观点，可以发现：以赵昌文为代表的科技金融定义趋向于微观和中观视角的金融支持科技的功能，强调了科技金融的工具属性内涵（金融产品及金融服务本身就是工具，制度和政策本质上也属于中观层面的一种工具）；而以房汉廷为代表的科技金融定义更趋向于中观和宏观视角的科技、经济与金融交互发展的模式，强调了科技金融的“技术-经济”和“经济-金融”范式内涵。 

在学术界的理论探讨推动下，科技金融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学术范畴，并由此形成了上述两大代表性思想观点，在实务界和理论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笔者认为，房汉廷[4]在研究过程中将上述两大代表性观点及研究成果分别归为“工具论”和“本质论”存在一定的不足，应从科技金融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视角分别对应归为“工具论”和“范式论”或会更有助于科技金融理论的构建和分析。对此，后文将结合科技金融的探索历程、实践经验及发展趋势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2   科技金融的实践探索
本文系统梳理我国改革开放40年中，在经济、科技、金融领域的科技金融相关政策设计和实践探索，结合当前金融业态和发展趋势，在借鉴国内学者和政策专家的研究基础上，大致可以将科技金融的发展划分为5个阶段，即酝酿萌芽期、起步发展期、多元探索期、快速发展期和深度融合期。同时，在此基础上，结合5个阶段的发展特点，将科技金融发展模式归纳为不断演化升级的3种模式或趋势：第一，科技金融1.0模式，主要为前3个发展阶段，科技金融处于科技与金融结合的状态，金融对于科技的支持作用突出，而科技对金融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第二，科技金融2.0模式，主要为第四和第五这两个发展阶段，科技金融处于科技与金融交互作用、逐步深度融合的状态；第三，科技金融3.0模式或趋势，体现在第五个阶段后期在少数地区出现的“金科产”或“金科产城”等多维度深度融合、协同集聚发展趋势，并呈现出一定形态的经济范式。
2.1 酝酿萌芽期（1978—1984年）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方针。1979年邓小平在全国各省区市书记座谈会上提出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的、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指示。1979年年底国家开始实施“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革，并决定适当提高科教文卫等的支出比重（1980—1985年，科技拨款占国家财政总支出比重都在5%以上[1]）。1982年和1985年年初，财政部先后发布了《关于技术开发和新产品试制费用的财务处理规定》和《关于推进国营企业技术进步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加强对企业技术开发的支持。
这一阶段，在国家经济、财政、科技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和具体措施推动下，科技金融开始萌芽，雏形以财政、金融等支持科技发展的具体政策或工具为表现形式。

2.2 起步发展期（1985-1996年）

1985年3月，国家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提出设立创业投资、开办科技贷款的思路以及鼓励全社会开展科学技术投资的指导思想，拉开了我国科技与金融结合实践工作起步发展的序幕。在上述政策推动下，1985年9月我国境内第一家创业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成立。1985年10月国家出台《关于积极开展科技信贷的联合通知》（银字发〔1985〕379号）。1991年国务院发布 《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及系列措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促进我国科技经济发展的一项制度安排正式步入发展轨道（在后来的发展中，高新区成为各地方政府科技金融工作探索的重要试验区和示范区）。1993年和1996年，国家分别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和《中华人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从法律上为科技经济的融合发展和科技金融结合的实践探索提供了保障。

这一阶段，除了科技财税政策，科技金融的主要重点及形式是信贷市场的科技贷和财政贷款贴息，工商银行等五大国有银行累计发放科技贷款700多亿元并支持了近7万个科技开发项目[1],众多高科技企业（如联想、海尔、华为、远大、同方等）的技术资本化、产业规模化都受益于这一阶段的科技金融支持。同时，风险投资作为科技金融工作探索的方式之一，也在这一阶段开始起步发展。

2.3 多元探索期（1997—2005年）

1997年和2003年先后发行两期捆绑式国家高新区企业债券，同时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全面介入高新区建设融资以及对创业投资机构发放软贷款，有力地推动了高新区的建设及区内企业创新发展[3]。1999年国家层面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国家科技政策开始从单纯的“技术至上”取向向“技术资本化”取向过渡。1999年国家出台有关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的政策，在相关政策推动下，国内风险投资事业开始迅速发展，为促进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04年中小企业板在深交所设立，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取得重要突破，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同时，以科技企业孵化器为重点，通过孵化器与创业投资对接，加强对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支持。
这一阶段，科技金融实践探索的模式呈现多元化发展特征，信贷市场的科技贷款、政策层面的开发性金融和财政科技投入、资本市场的企业债券和风险投资以及中小板等，以多头并进的方式有力地促进了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2.4  快速发展期（2006—2013年）

2006年国家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并在随后的3年时间出台系列的配套政策，配套政策细则中属于科技金融范畴的将近1/4，各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文件中有近1/3属于科技金融范畴[1]。2010年12月，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出台《关于印发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科发财〔2010〕720号），从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支持、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科技保险服务完善、科技金融合作平台建设、科技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以及开展多种科技金融专项活动七大方面提出了提出试点实施内容，确定16个地区为首批试点范围。随后，科技部联合“一行三会”启动了试点工作，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16个地区密集开展探索。2011年11月，科技部、财政部等八部委出台《关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加快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若干意见》（国科发财〔2011〕540号），充分强调了科技金融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作用，并在试点方案基础上对科技金融结合的重点内容、协调机制和保障机制作了进一步明确。

这一时期，科技金融实践活动十分活跃, 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并在科技金融政策体系及工作机制、科技金融服务产品及工具、科技金融平台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效。如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和结构不断优化，撬动社会资本的引导基金、母基金模式出现；信贷担保方面呈现风险补偿基金、贷款贴息、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科技支行、科技小贷、科技保险等多样化结构；资本市场推出了中关村股权代办交易系统、创业板市场等；各种形式的科技金融服务集团、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等平台不断建立。

2.5   深度融合期（2014—2019年）

这一阶段，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部署下，在创新驱动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下，经济、财政、金融、科技等领域改革不断深入，国家层面定下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三链”融合发展的基调，金融与科技、产业的融合发展迎来新的局面。随着《国务院关于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发〔2014〕5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多措并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39号）、《关于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扎实做好科技金融服务的意见》（银发〔2014〕9号）、《中国银监会关于完善和创新小微企业贷款服务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的通知》（银监发〔2014〕36号）、《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6〕14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7〕2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的通知》（国办发〔2017〕11号）等系列政策的实施，科技金融在工作机制、政策体系、工作手段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同时也取得了新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科技金融体系作为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上升到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层面，从业务探索、政策分散、部门协调走向顶层设计和联动发展；二是受益于“互联网+”和大数据发展基础，科技金融获得了进一步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和风险防范保障；三是借助于快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科技金融工具和产品的更新迭代和创新也不断加速；四是在地方政府开展科技金融实践探索支持创新驱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金融、科技和产业（以下简称“金科产”）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态势，进而发展成为“金科产城”融合发展的区域创新经济新范式，如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科技园、深圳南山、佛山南海、杭州、武汉等，这些地区以高新区或行政区域为边界，在科技金融的推动下，金融、科技、产业和城市实现了互动发展。

在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和引导下，相对于前3个阶段科技金融发展的政策驱动型、财政投入型特征，这一阶段的市场化驱动、社会资本驱动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一是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参与的深度和宽度不断拓展，科技银行及其科技贷款规模及品种、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及运作模式等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如2016年6月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级的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在广州成立；2016年12月全国首家专注服务科技创新的民营银行——北京中关村银行获批成立），投贷联动运作模式也在政策设计和实践层面取得了双重突破；二是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原新三板扩容到全国范围）和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新设新四板、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为代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得到进一步完善。

3   科技金融的理论发展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科技金融支持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重要成效，受到政府和业界的高度重视。近年来，随着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入推进，实践探索领域的科技金融发展从2.0模式向3.0模式演进，科技金融的外延和内涵都在变化，也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是关于科技金融这一具有一定国情特色的学术概念的理论研究，尚未形成系统化，也明显滞后于实践。在此，本文结合科技金融的实践探索和发展趋势，在前述国内相关学者研究基础上，从科技金融的理论渊源、内涵演进、本质属性及特征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辨析和探究。
3.1 科技金融的理论渊源

纵观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创新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变历史，并没有“科技金融”这一独立的学术概念。但从当前国内外科技金融的实践探索和相关理论来看，可以追溯到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的关系上来考查其理论渊源。

Schumpeter[5]在这里补注此处引用内容所在文献中的页码在1912年出版的 《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创新”的概念，认为创新是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分析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的关系时，他认为信用的本质就是为企业家创造购买力，同时新创造出来的购买力只有贷给企业家才能有用。因此，他认为在一个没有发展的经济中，各种通用的购买力不算是资本（只是常规循环经济的交换媒介），而在新组合中起到独特作用的支付工具才是资本。尽管创新理论开启了科技金融最原始的萌芽（成为国内学者将科技金融本质归结为技术资本化过程的理论来源），但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其后的研究也主要是沿着创新理论的路径进行。后来的学者，多数只是从金融资本的具体形态（银行、风险投资、资本市场）等研究金融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成为国内学者关于科技金融工具论思想的重要借鉴）。演化经济学家Perez[6] 在这里补注此处引用内容所在文献中的页码将“技术-经济范式”应用于技术变迁、制度变迁及经济变迁的关系及运行机制研究，第一次揭示了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的基本范式——“新技术崛起——经济动荡和不确定——风险资本家投资新技术领域——金融资本与技术创新高度耦合——技术创新繁荣和金融资本爆发式增长”。这一范式，揭示了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的关系，成为当前公认的科技金融的主要理论渊源，也成为以房汉廷为代表的科技金融理论研究的重要借鉴。
3.2  科技金融的内涵演进
从我国科技金融的发展历程来看，最初起源于科技创新活动中金融支持科技发展的实践中衍生出的3个理论问题——资本供给与需求矛盾、风险与收益匹配问题、市场和政府运行机制协调问题[7] 在这里补注此处引用内容所在文献中的页码，并在一定时期（科技金融发展的前3个阶段）成为业界实践探索的主题，亦成为学术界关于科技金融“工具论”内涵的理论来源。而在科技金融发展到后两个阶段，在上述3个理论问题对应的现实困境的解决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金融、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范式，由此成为学术界关于科技金融范式论内涵的重要依据。

无论是“工具论”，还是“范式论”的科技金融内涵，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二者辩证地统一于科技金融支持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从短期来看，工具论对于科技金融支持创新驱动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科技金融产品、服务和模式的创新，科技金融政策的设计和优化，能够有效缓解科技型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等现实问题，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以及以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从长期来看，范式论对于发展创新型经济、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有助于从深层次的角度把握“技术-经济”、“经济-金融”等交互发展领域的内在规律和演化机制，为国家经济、金融、科技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和顶层设计提供前瞻性、战略性的指导。当前，科技金融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体制机制改革中，正是将“工具论”与“范式论”统一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中，这也是地方政府创新驱动发展实践中坚持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双轮”驱动的重要经验。
3.3 科技金融的本质属性

从一定程度来说，“工具论”主要体现了科技金融的自然属性，“范式论”主要体现的是社会属性。正如Schumpeter[5]在这里补注此处引用内容所在文献中的页码指出，信用的本质是为企业家创造购买力，同时新创造出来的购买力只有贷给企业家才能有用那样，“购买力”体现科技金融的“工具论”这一自然属性，而“购买力只有贷给企业家才能有用”体现科技金融的“范式论”这一社会属性。科技金融起源于国家政府层面金融支持科技发展的政策实践，当前政府引导或主导的政策性的科技金融发展模式依旧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而科技金融政策或制度本身亦可以看成是微观工具的中观集合或宏观范式的中观映射，因此可以从微观层面的“资本工具”属性、中观层面的“创新政策”属性和宏观层面的“新经济范式”属性3个角度进一步考察科技金融的本质。
3.3.1 微观视角下的“资本工具”属性

科技创新的复杂性早在熊彼特创新理论中就提到，他认为技术创新及其所导致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创新的每个组成部分都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技术、企业家以及资本和信用等因素。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大爆发背景下，英国的金融产业委员会在英国金融业和工商业发展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麦克米伦缺口”( Macmillan Gap)（又称“信用配给不足”，即在英国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资金缺口，对资金的需求高于金融体系愿意提供的数额[8]。“麦克米伦缺口”的提出，推动了当时的西方各国政府为发展中小企业而采取系列措施完善金融体系和发展资本市场。随着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发展，这种缺口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弱化，但在发展中国家则还是较为普遍。

在改革开放初期，受制于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基于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部门试图从政策性金融的角度探索缓解这种“麦克米伦缺口”的有效措施。在这种背景下，具有国情特色的“科技金融”在我国得以萌芽产生和向前发展。尽管从最初的“结合”到当前的“融合”，科技金融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经济范式，但是从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科技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来看，科技金融作为一项解决科技创新活动过程中资本供给与需求的资本工具或创造购买力的手段这一微观层面的本质并未改变，近年来，国家层面推动金融领域供给侧改革，服务实体经济和创新驱动发展，也正是要充分发挥科技金融作为“资本工具”的微观功能。

3.3.2 中观视角下的“创新政策”属性

尽管随着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发展，“麦克米伦缺口”和科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象在全球依然较为普遍。从现实西方国家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看，该“缺口”主要反映的是与成本约束相联系的相对资源供给短缺[9]，同时也表现为一种“市场失灵”[7] 在这里补注此处引用内容所在文献中的页码。“麦克米伦缺口”的提出和存在引起众多学者对其成因的关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一是“信息不对称论”，认为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存在信息成本、监管成本过高的情况，银行为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普遍存在惜贷行为[10] ；二是“规模不匹配论”，即金融机构通常更愿意为大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而不愿意为规模小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11]；三是“制度缺陷论”，包括政府支持国有经济发展的内生偏好、民营经济的所有制歧视、非国有银行得不到发展等制度缺陷（该观点主要针对我国现状而言，如在金融制度和金融结构上，以国有银行为核心、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与创新主体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融资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不协调，尤其是对于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分散化的中小型创新活动而言则不太适应[12]）。
“麦克米伦缺口”现象背后的“相对短缺”和“市场失灵”，实际上反映了前文提到的科技金融起源于科技创新实践活动衍生出的后两个理论问题：风险与收益匹配问题、市场和政府运行机制协调问题。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引入政府干预或调控功能，通过政策设计或制度安排，引导金融市场支持科技创新活动，同时有针对性地加强财政科技投入。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政府主导型科技金融扶持模式对于这些国家初创型科技企业的发展意义重大。因此，积极发挥“看得见的手”的引导功能,将有利于促进科技金融创新生态持续优化[1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金融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从以政策性金融体系为主导到与市场化金融体系协同的不断调整和优化过程，从实践成效来看也有效发挥了政府干预的政策价值，成为我国创新政策的一部分。这种政策，既能带来新型的科技经济制度安排，又是一种新型的政府政策供给工具，可以成为适应创新驱动型经济的新型政府治理工具，促进政府创新政策有效供给[14]。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科技金融的本质也是中观层面的一种创新政策。当然，随着创新驱动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应妥善处理科技金融的政策性功能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避免“政策悖论”现象的发生[15]。
3.3.3 宏观视角下的“经济范式”属性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产生于科学哲学领域，后来的学者将其应用到技术领域，并形成了“技术范式”概念。而演化经济学家们则借鉴上述思想在研究技术革命与社会变革关系时提出了“技术-经济范式”的概念和内涵[16-17]：一个最佳惯行模式，代表着特定技术革命得以运用的最有效方式，以及利用这场革命重振整个经济并使之现代化的最有效方式；具有在整个经济中的渗透效应，是一个“亚模式”。Perez[6]在这里补注此处引用内容所在文献中的页码将“技术-经济范式”应用于技术变迁、制度变迁及经济变迁的关系及运行机制研究，第一次揭示了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的基本范式。房汉延[4]借鉴创新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领域的相关思想，将“科技金融”定义为促进技术资本、创新资本与企业家资本等创新要素深度融合、深度聚合的一种新经济范式，包括“技术-经济范式”“金融-经济范式”和“企业家-经济范式”3个紧密结合的子系统。从房汉延[4]有关科技金融本质探析的演进过程来看，早期定义强调“工具/政策论”为主导，后期则以“范式论”为主导，抓住了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下的更高级经济形态的发展机理和时代背景，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同时，在其随后的研究中提出新资本体系（社会资本、技术资本、创新资本、企业家资本）驱动的创新经济增长模型并进行了相关验证分析[18]，进一步丰富了科技金融的内涵及其理论依据。

尽管科技金融作为顺应我国科技、经济与金融体制改革发展的产物，具有特殊国情，但在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下，Perez[6]在这里补注此处引用内容所在文献中的页码从“技术-经济”角度揭示的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基本范式，以及房汉廷[4，18]的“新经济范式”下新资本体系驱动的创新经济增长模型，在阐释科技金融宏观视角下的范式属性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前瞻性的理论价值，而国际创新型国家的成功经验无疑是很好的佐证。进一步从国内科技金融发展阶段的演进历程来看，从最初的金融支持科技的内涵，到金融支持科技、科技反哺金融的互动，再到当前金融、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种范式雏形，尤其是国内少数发达地区以行政区域或高新区为边界，初步形成了金融、科技、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的科技金融发展范式。因此，针对当前阶段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亦有学者指出科技金融既是科学技术和经济金融的融合过程, 更是创新型经济的高级形态[19]。

3.4 科技金融的特征

近年来，不少学者都对科技金融的特征进行了研究，但未能与科技金融的本质属性结合起来，使得这些特征未能充分反映当前科技金融实践及其演进过程的特点以及作为理论范畴的逻辑。结合科技金融的实践以及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来看，根植于科技金融本质属性的特征应当包括综合性、内生性、动态性、共生性和风险性等5个方面（尽管科技金融具有政策属性，而且不少学者强调了科技金融的政策性禀赋[2] 在这里补注此处引用内容所在文献中的页码，[14-15,20]，但笔者认为，科技金融的政策性特征只是阶段性的内容，在当前国家科技金融支持创新驱动发展相关的顶层设计以及相应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目的来看，政策性是不适合科技金融的发展趋势及范式。
3.4.1 综合性
科技金融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和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2] 在这里补注此处引用内容所在文献中的页码，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助推力，综合性是其一大特征。首先，科技金融的综合性体现在科技金融的工具和政策的两大属性上，包括了系列内容：（1）以银行、担保、保险和债券为代表的四大金融体系下的政策、产品及服务；（2）以多层次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为代表的股权投融资体系；（3）以财政科技投入、财政补贴、税收政策为代表的政策性金融体系；（4）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创新资源和服务的社会资本及企业家资本。上述各个层面的内容同时包括了政策性和市场化以及二者融合所形成的混合性的要素结构，同样具有综合性。其次，科技金融的综合性体现在科技金融的范式属性上。在科技金融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交互影响，产业链、创新链与资本链深度融合，共同促进创新经济发展。

3.4.2 内生性
从熊彼特早期的创新理论的提出，到后来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创新经济学理论、金融发展理论、演化经济学理论以及国家创新系统理论，都不同程度地说明了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内生于创新经济的发展过程。这一内生性，既表现在技术创新、金融资本相互独立作用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也表现在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交互作用，促进科技、经济、金融协同发展的各种经济范式及关系上。正如Perez[6] 在这里补注此处引用内容所在文献中的页码的“技术-经济范式”所指出的，技术革命是新经济模式的引擎，金融是新经济模式的燃料，科技金融是一种新的经济范式，二者结合就是新经济模式的动力所在；也如房汉廷[4] 的“新经济范式”所指出的，一个与“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金融-经济范式”,可以为创新活动筹集更多创新资本,加快新企业成长和新产业扩张。因此，从本质上而言，科技金融是就是一种促进技术、资本与企业家等创新要素深度融合和聚集的经济范式[4]。
3.4.3 动态性
创新作为将“新组合”纳入生产体系的过程[5] 在这里补注此处引用内容所在文献中的页码，本质上是不间断的过程。因此，从微观层面来说，科技金融表现为一种创新活动，承袭了创新活动本身的动态性特征；从中观层面来说，科技金融作为一种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也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不断调整、优化的；从宏观层面来说，科技金融作为一种经济范式，尽管在一定时间处于稳定状态，但随着旧的社会技术体制不能适应新技术、新经济的发展，那这种旧的范式也会被打破或颠覆，进而形成新的范式，正如Perez[6] 在这里补注此处引用内容所在文献中的页码所总结的近200年来五次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不同技术经济范式以及金融资本创新一样。而从我国科技金融发展的历程来看，科技金融体系结构从最初的政策性结构为主导，发展到当前的政策性与市场化结合齐头并进的趋势，也说明了科技金融的动态性特征。

3.4.4 共生性

“共生”及“共生演化”的概念起源于生态学领域，主要研究生态系统中不同物种之间以及生态链条上的相互关系。随着创新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创新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众多创新主体之间、创新要素之间以及创新主体与创新要素之间交互作用形成的复杂生态涌现，于是开始应用共生理论相关思想来研究创新活动及其相应的经济学、社会学问题,包括技术、用户、市场、资本、制度、政策以及产业结构等诸多要素相互之间的共生及其演化关系[21-24]。科技金融作为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共同作用的产物，共生性成为其与生俱来的特征，也在众多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得到验证。而我国学者袁纯清[25]将共生理论应用到金融领域，创造性、系统性地提出了金融共生理论：银行与企业之间、银行与银行之间、银行与非金融机构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以一定的共生模式形成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上述思想，也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科技金融生态圈的完善提供了借鉴。

3.4.5 风险性

首先，科技金融作为科技与金融结合的创新活动一部分，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这种风险，即表现在金融与科技、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的作用路径上受着各种因素干扰而导致的偏差，也反映在最终的作用效果方面的偏差[26]。其次，从科技金融作为“资本工具”的属性来看，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领域都具有风险性，尤其是在金融资本领域，在金融与科技结合下，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以及与创新活动、实体经济的偏离，使得风险也在加大。再次，从“创新政策”属性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在具体产业经济领域或创新活动应用过程中产生的“政策扶持悖论”现象（如政策性科技金融对私人资本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企业对政府投入或扶持政策的路径依赖，以及少数产业投资过热、产能过剩甚至骗补现象）[27]。最后，从“经济范式”属性来看，在“技术-经济”“经济-金融”等领域存在的“市场失灵”“制度失灵”“系统失灵”等现象或问题，同样说明了科技金融的风险性特征[28-30]。
4   结论
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科技金融实践从当初政府政策业务层面走向国家战略层面，成为当前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双轮”驱动的重要动力。当前，随着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入推进，科技金融的发展已从传统的科技与金融结合1.0模式发展到科技金融深度融合2.0模式，甚至少数地方政府逐渐开始形成“金科产”或“金科产城”多维度深度融合的科技金融3.0发展趋势，从当初起源于实践探索的政策术语，到当前尚存争议的学术范畴，科技金融的外延和内涵都在变化，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实践，因此，需要系统梳理我国科技金融的发展历程及模式。本文结合并借鉴国际相关发展经验和理论研究，从微观层面的“资本工具”属性、中观层面的“创新政策”属性以及宏观层面的“新经济范式”属性来把握科技金融的本质及特征，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具有一定中国国情特色的科技金融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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